
中美贸易战的安全动因

安全战略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
演变
吴其胜＊

【内容提要】　对外经济政策历来都不是单纯地以追求经济

福利的最大化为目的，它同样也是一种潜在的战略工具，经常

被决策者用来服务国家的安全战略。从过去７０年来中美关系的

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安全战略显著影响了其

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两国间战略关系的变化也往往对双边经

贸关系发挥着 “方向舵”的功能。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并不

仅仅反映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同样也体现了明显的大

国战略竞争属性。鉴于短期内两国在实力对比和发展模式上的

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战略竞争将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美国在安全战略上的转变也将不可避免地外溢到对华贸易政策

的制定上，并将对双边经贸关系和两国企业间的合作范围与合

作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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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单方面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贸易措施，导致

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并最终演变为贸易战。一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发生

的背景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整体调整，是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

在贸易领域的外溢。但不可忽视的是，虽然同期美国在经贸议题上也向其主要

盟国采取了打压措施，但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围绕个别产业或部门的经济利

益之争，同时也是大国之间在发展模式和权力更迭上的博弈，具有明显的大国

战略竞争属性。①因此，要较为全面地理解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把握中

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还需要分析安全战略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所扮演的

角色。

本文首先介绍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领域内的国家主义 （ｓｔａｔｉｓｍ）分析视角，提

出安全战略影响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新中国

成立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同时期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指出两者之间

的高度相关性。文章最后将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置于特朗普政府对华安全战略

调整的背景下，并分析在中国战略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在未来的

可能走向。

一、作为战略工具的对外经济政策

从历史上来看，对外经济政策经常被美国决策者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范畴，

美国对经济制裁和经济接触政策的运用频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自新中国成

立以来，贸易保护、禁运、经济抵制、经济制裁、经济接触、双边或地区贸易

安排等，都曾被美国政府用来维护国家的独立、生存、扩张等战略目标。②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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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以社会为中心的多元主义理论一直主导着学界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政

策尤其是对外贸易政策的研究。根据该理论，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主要是由其

国内利益集团等次国家行为体所驱动的。这些行为体根据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

的利益取向，通过国内政治进程向政府决策者施压，对外经济政策结果主要反

映了实力较强的或者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或集团联盟的政策偏好，政府只

是为这些利益集团提供竞技场所，或者仅仅是扮演着 “裁判员”的角色。该理

论同样认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具体制定主要由代表不同选区选民利益的国

会议员来完成的，而国会议员的政策主张主要反映了社会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

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官员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并不具有独立的角色，他们不

仅很难影响具体的政策结果，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参与政策过程当中。①显然，

这种理论无法解释，即使在面临国内利益集团反对的情况，为何贸易政策经常

被美国的决策者当为安全战略工具。

不同于多元主义理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起的国家主义理论强调了以总统、

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为代表的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行政官员或国务官员

（ｓｔａｔ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的角色，认为这些国务官员具有独立的经济政策偏好，会更倾

向于从国家整体的战略角度看待国际经济问题，并且有能力将自身的政策偏好

反映到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当中，或者将对外经济政策纳入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战略轨道。②虽然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决策者在现实中并不能完全摆脱国内政

治的影响，其对外经济政策偏好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利益集团的诉求，并且这

些决策者之间在关于特定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界定和实现途径上也往往存在分

歧，但国家主义理论揭示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战略属性，为我们分析美国的

对外经济政策，包括对华贸易政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析视角。

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在国内层面的延伸，在国家主义理论看来，贸易与投

资并不简单是商品和资本的跨境流动，同样与国际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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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影响他国的重要手段。现有的研究表明，各国的决策者之所以关注国家

间的商品、资本、技术和信息的流动，不仅是因为它们关系到本国的经济福

祉，还因为国际经济在国家安全上具有外部性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国家间

的进出口、对外投资与吸纳外资、汇率的降低和提高等，都会对各国的安全

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以国际贸易为例，这种安全外部性可以归纳为以下

三个方面：

首先，商品的跨国流动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增加贸易伙伴国的军事实力。向

贸易伙伴国出口战略性商品特别是能够被直接应用于军事用途的商品，能够直

接增强对方的国防能力，进而会影响到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此外，由于商品

的流动有利于增加对方国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国际贸易还能够使贸易伙伴国

间接地增强军事实力。①事实上，国际贸易的这种安全外部性并非最新发现。政

治经济学领域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以及重商主义者就已经指出贸易如何促进

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的发展又如何促进了现代国家军事实力的提

高。②

其次，国际贸易会产生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和增加本国的脆弱性。国际贸易

的深化和扩展，往往会推动跨国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分工。这种分工虽然有利于

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整体的经济福祉，但也会提高国家

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由于历史、地理、资源禀赋、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

诸多条件的差异，现实中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往往是不对称的。这种非对称

的相互依赖不仅体现为弱小的一方会对贸易的中断更为敏感，同时还体现为一

方相对于另一方在贸易中断后进行政策调整时所付出的代价更为高昂。正因为

此，非对称的贸易联系会成为强国影响甚至控制弱国的重要权力来源。在强国

威胁限制或切断双边贸易关系时，弱国要么必须满足前者的政策要求，要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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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新的贸易伙伴而付出高昂的调整代价。而无论弱国选择何种方式，无疑都

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损害。①

最后，对外贸易往来还会改变本国国内政治联盟的力量对比，进而限制决

策者的政策选择空间。根据相关研究，从自由贸易中受损的稀缺要素持有者偏

向于支持保护主义政策，而从对外贸易中受益的丰富要素持有者则会偏好开放

的贸易政策。无论是稀缺要素持有者还是丰富要素持有者，他们为了自身的经

济利益都会结成相应的政治联盟，并会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本国政府采取与自身

利益相符的对外政策。而一国国内政治联盟结构的特征，则会随着该国对外贸

易开放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当对外贸易开放度较低时，稀缺要素持有者的政治

联盟一般会更具政治影响力；而当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较高时，丰富要素持有者

所组成的政治联盟就会较为强大。②正是由于国际贸易对国内政治联盟的上述影

响，如果两国间的贸易联系不断加深，会使得国内自由贸易联盟的政治实力不

断增强。在两国政治和安全关系出现紧张时，该联盟必然向本国政府施压，要

求政府对其贸易伙伴采取和平或妥协性的安全政策，而这无疑将限制政府的政

策选项。③

国际经济的安全外部性并不局限于贸易领域，汇率的变动和跨国资本的流

动等同样也会给一国的安全造成潜在影响。例如，货币的升值能够增加国际购

买力，有助于在国际市场以更小的成本采购本国所急需的战略物资。但汇率的

提高同时也会削弱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拉低出口，从长远来讲有损国家经

济实力。相反，货币的贬值则会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拉动出口，增加

本国的外汇收入。但货币贬值同时会推升进口商品的价格，增加在国际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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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见王浩：《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３８—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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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购成本，对国家的外汇收支构成压力。另外，人为压低汇率和货币的恶性

贬值还会引发国家间的经济摩擦，进而会恶化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关系，

这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尤为突出。

对于跨国投资来说，鼓励本国企业对外投资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能够获

取国外的市场、技术，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提升本国的综合实力。另

外，对外国矿产资源、能源的投资，还有助于保障本国的资源供应和能源安全。

与贸易上的非对称相互依赖类似，扩大对外投资还会增加东道国对投资来源国

资本的依赖程度，有助于构建更为紧密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从吸收外国投资的

角度来看，跨国资本的流入不仅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了急需的资金和技术，有

助于本国经济质量的提升，但也会导致外国资本对本国敏感产业的控制，以及

增加对外资来源国的依赖程度。

国际经济对国家安全的上述几种影响，使得各国决策者无法忽视与他国进

行经济交往的潜在战略意义。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不少学者关注对

外经济政策被当作战略工具的现象。例如，美国学者赫伯特·费斯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Ｆｅｉｓ）对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三个欧洲大国在１８７０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对外投资进行的分析中，指出该时期的对外投资并非是单纯的商业行为，“金融

实力经常被用来收买或建立友谊或联盟，金融借贷或收回借贷也经常与政治考

量保持一致”①。因此，他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些国家的战略意图，才能理解该时

期资本的跨国流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尤金·斯塔利 （Ｅｕｇｅｎｅ　Ｓｔａｌｅｙ）

通过对１８８０年以来的一系列历史案例的分析，指出对外投资已经成为各国政府

的一种重要外交工具。为了实现在特定地区的政治目标，政府经常会诱导私人

资本到该地区去投资，即使国内的资本持有者出于商业考虑不愿到该地区投资。

在他看来，“对外投资对海军的帮助和保护，比海军对投资的帮助和保护要明显

有用得多”②。著名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 （Ａｌｂｅｒｔ　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在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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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Ｆｅｉｓ，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Ｂａｎｋｅｒ，１８７０—１９１４：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Ｃｏｎ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０，ｘｖｉ．

Ｅｕｇｅｎｅ　Ｓｔａｌｅｙ，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Ｇａｒｄｅｎ　Ｃｉｔｙ，ＮＹ：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Ｄｏｒ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１９３５，

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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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对外贸易结构》（１９４５年）一书中指出：“将国际经济关系当做国家权力

手段的做法是二战爆发之前国际关系的一个普遍现象。”①在他看来，贸易不仅能

够增加商品尤其是稀缺商品的供给，进而提高一国的军事实力，还能够形成依

附关系，成为一国向他国施加影响的政策工具。

一般认为，国家将对外经济政策作为战略工具的方式无外乎两种，即消极

的经济战略和积极的经济战略。②消极的经济战略又称经济制裁、经济战、经济

胁迫等，是指通过经济威胁或惩罚来影响目标国的行为，或者通过限制与目标

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来延缓目标国的经济发展，削弱目标国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

力。具体手段包括贸易上禁运、抵制、增加关税、关税歧视等，以及资金上的

冻结资产、征用、取消援助等。积极的经济战略又称经济接触、经济劝诱，是

通过经济上的允诺或奖赏来改变目标国的行为，或者通过单方面决定保持或扩

大与目标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在从长远角度来影响目标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

策。具体手段包括贸易上给予优惠关税待遇、关税减让和放松进出口管制等，

以及在资金上提高援助水平、扩大投资和鼓励借贷等。

国际经济在安全上的外部性，使得对外经济政策经常被决策者用来增强盟

国的实力和削弱敌国的实力、在目标国国内培养或增强支持友好关系的势力，

以及向相关国家显示本国的战略意志和决心等。③当然，由于面临来自国内的压

力，决策者在将对外经济政策作为安全战略工具时，也要在经济利益与安全利

益之间进行平衡。④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是倾向于安全利益还是经济利益，不

仅受到国内政治和领导人偏好的影响，更受到对国际形势、大国力量对比、目

标国的威胁程度等外部因素的认知与判断的影响，这尤其体现在过去７０年来美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ｂｅｒｔ　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５］１９８０，ｘｖ．

Ｄａｖｉｄ　Ａ．Ｂａｌｄｗ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ｐｐ．４０—５０；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ｓｔａｎｄｕ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ＣｏＣ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Ｔｒａｄｅ，

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Ｌａｒｓ　Ｓ．Ｓｋｌｎ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ｐｐ．４—５．
宋国友：《平衡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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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在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二、安全战略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１９４９—１９８９）

冷战期间，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的认知和战略定位发生了数次调整，并且每

次调整都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视苏联

为最大的战略威胁，认为中国有在中苏之间保持中立的可能。相应地，美国在

该时期制定了对华经济接触战略，希望通过保持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来分化

中苏关系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

朝参战后，美国的决策者开始将中国界定为比苏联更为危险的敌人，并对中

国采取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其在经济上对中国采取的强制措施比对苏联还要

严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中苏关系的破裂和苏联的对外扩张，美国重新发现与

中国在对抗苏联上的共同战略利益，并逐渐将中国界定为 “友好的非盟国”，

通过采取一系列经济接触措施来推动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和增强中国牵制苏联

的能力。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杜鲁门政府就确立了通过经济手段来影响中国未来

外交走向的政策方针。鉴于当时中国资源短缺，发展落后，美国的决策者认为

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成为一个能够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强国。而如果中国

倒向苏联，则会使得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与苏联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给美

国造成直接的威胁。因此，该时期美国的对华战略的核心就是防止把中国 “推

入”苏联阵营。１９４９年２月，国务卿艾奇逊 （Ｄｅａｎ　Ｇ．Ａｃｈｅｓｏｎ）在向美国国家

安全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随着中国共产党逐步控制中国全境，美国

应该 “根据对中共的总体政治和战略政策来制定和实施对华贸易政策”①。该报

告认为，鉴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防止中国倒向苏联，美国应该重建与

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一般性贸易联系，并在出口管制上采取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

更加缓和的措施，以此来激化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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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ｔｉ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４９，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ＩＸ，ｐ．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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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新中国在外交上明确了向社会主义阵营 “一边倒”的立场，并

于１９５０年２月与苏联签订 《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杜鲁门政府逐步升级了对华

贸易管制。１９５０年６月８日，艾奇逊致信美国商务部长，要求除个别情况外，

在出口管制上采取同对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一样的标准。①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

人民志愿军参战后，美国开始将中国定位为 “敌对国家”，并从１９５０年底开始，

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冻结中国在美资产，禁止一切美国船只和飞机前往中国

港口或机场，以及敦促盟国在 “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框架下对中国实施比苏联

和东欧国家更为严厉的贸易管制措施。由于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的行为比苏联

更危险，以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将遏制中国的 “扩张”确定为美国在

东亚地区的主要战略目标，美国在随后的２０年里，继续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

封锁。即使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都不同程度地放松了对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管制，但依然在贸易上实施 “中国差别”政策，严控美

国及其盟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在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为了缓和与盟国在东

西方贸易政策上的矛盾，甚至以放松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管制作为交换条

件，要求盟国维持对中国严格的贸易管控。②

尼克松政府上台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美国的对外战略也随之进

行了调整。一方面，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苏联加速对外扩张，呈现

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给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中苏关

系彻底破裂，使得美国认识到联合中国对抗苏联成为一种新的战略选择。为了

向中方释放善意和表明进行战略合作的意愿，尼克松政府从１９６９年开始逐渐放

松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如在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１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美人员

来往和双边贸易的限制，允许美国旅游者和国外居民有限购买产自中国大陆的

商品。１９７０年２月，在向国会提交的首份年度外交报告中，尼克松政府明确表

示不再将中国作为与苏联结盟共同威胁美国的敌人。两个月后，尼克松政府再

次采取措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并在随后几个月内批准了通用汽车公司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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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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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９１—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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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口汽车零部件的申请，以及宣布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

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为进一步缓和中美关系，尼

克松在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４日宣布涉及中美经贸往来的五大举措，包括：加快给

来美访问的中国游客或团体发放签证；放松对货币的控制，允许中国使用美

元；除了来往北越、朝鲜和古巴的中国船只或飞机外，允许美国的石油公司

为中国船只和飞机提供燃料；允许美国船只和飞机在中国以外的港口之间运

输中国货物，美国企业所有的外国船只或飞机能够经停中国；制定可以向中

国直接出口的非战略性物资清单，并允许从中国直接进口特定商品。①１９７１年

６月，尼克松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管制，并将对中国和对苏联的贸易政策联

系起来，迈出了废除 “中国差别”政策的第一步。②在１９７２年２月访华前夕，尼

克松签署备忘录，决定将中国从商品管制清单中的Ｚ类国家 （控制程度最严的

国家）移到Ｙ类国家 （即华沙条约国家），并要求财政部取消对美国海外分公司

向中国出口特定战略物资和技术的专门许可限制。③该决定也意味着取消了美国

之前在贸易上区别对待中国和苏联的政策，将对中国和对苏联的贸易管制置于

同一水平。继中美两国在 《上海公报》中同意 “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

便利”后，尼克松政府在１９７２年下半年签署了两份备忘录，分别提出谈判解决

两国相互冻结资产的指导方案和进一步放宽对美国船只和飞机停靠中国的限

制。④

尼克松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放松中美贸易管制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双边贸

易的发展。根据美方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１９７１年的４９０万美元激增到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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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９．３亿美元。然而，由于国内政治的牵绊，福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停

滞不前，这也使得中美贸易往来严重受挫。在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６年，中美双边贸

易分别回落到４．６亿美元和３．４亿美元。①

在对华战略上，卡特政府将中国定位为 “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核心要素”

和 “世界和平的一个关键力量”，并寻求与中国 “在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进

行紧密合作”。②尤其是在苏联于１９７９年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开启了与中国

共同反对苏联扩张的新局面。在经贸领域，卡特政府延续了尼克松政府的对华

经济接触政策。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就与中国达成协议，解决了双方被冻结资产

的偿还问题。为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和凸显美中关系相对于美苏关系的

特殊性，卡特政府还放弃了在贸易上平等对待中国和苏联的立场，于１９７９年７

月与中国签订为期３年的中美贸易协定，在关税、投资等领域给予中国最惠国

待遇。卡特政府官员在敦促国会批准该协定时强调，“仅仅外交承认不会自动保

证正常和互利关系的发展”，通过中美贸易协定和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将能

排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对巩固两国之间的纽带将发挥巨大的作用。③在执政后

期，卡特政府进一步将中国定位为友好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和中美之间的战

略合作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１９８０年４月，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 （Ｒｉｃｈ－

ａｒｄ　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ｅ）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的安全不仅取决于美国本身的力量，

“而且还取决于全球力量的均衡，而中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强大、安全

和友好的中国与美国利害相关”④。在此背景下，美国进一步放松了对华出口控

制，包括在出口管控清单上将中国Ｙ类国家移到Ｐ类国家 （即非敌对国家），并

开始解禁对中国武器装备出口的限制。在双边贸易额也从１９７７年的３．７亿美元，

增加到１９８１年的５６．７亿美元。⑤

里根政府在上台初期对发展中美关系持谨慎态度，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相

３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金卫星：《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轨迹：１９７９—２０１６》，载 《美国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３６页。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ｍｅｎ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ｓ：Ｊｉｍｍｙ　Ｃａｒｔｅｒ　１９７７，Ｖｏｌ．１，ＵＳＧＰＯ，１９７７，ｐｐ．５３０—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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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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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前两届政府也出现倒退，导致两国关系一度紧张。①里根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

人事调整，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战略关系的不稳定。１９８２年６月，舒尔茨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ｈｕｌｔｚ）接替黑格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Ｈａｉｇ，Ｊｒ．），担任美国国务卿。但舒尔

茨不像其前任那样重视中国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的战略价值，认为中国虽然

具有 “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但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来说，日本比中国更

重要。②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对华贸易政策上也出现了倒退。１９８２年８月，也即

舒尔茨上任两个月后，中美两国开始新的纺织品贸易谈判。但在经过数轮谈判

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国务院于１９８３年１月宣布将对中国纺织品进口实

行单方面限制。中国随后被迫做出反应，宣布停止或削减从美国进口棉花、化

学纤维、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中美之间爆发了建交以来的首次贸易战。在里根

政府初期，中美贸易一改前几年的迅猛发展势头，出现了大幅下滑，从１９８１年

的５６．７亿美元降到１９８３年的４６．５亿美元，降幅接近２０％。③

中共十二大后，中国开始根据新的国际形势调整对外政策，尤其是尝试调

整与苏联的关系，从１９８２年底开始与苏联举行旨在消除隔阂和实现两国关系正

常化的副外长磋商。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使得里根政府担心中苏关系改善和中

美关系的疏远会给美苏战略平衡造成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舒尔茨召集多位

中国问题专家和政府官员研讨对华政策，并指出仍然希望美中进行战略合作，

继续联合压制苏联。④里根政府其他内阁成员也开始公开强调中国在战略上对美

国的重要性。例如，１９８３年９月２２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前往亚洲访问途

中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保持强大和独立是非常重要的，有

助于遏制苏联侵略，是世界稳定和维持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部分；９月２７日，

美国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Ｂａｌｄｒｉｇｅ　Ｊｒ．）在众议院作证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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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是一个友好的非盟国，中国最主要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工业基础现代化，

美国新的对华技术转让政策最符合美国的安全和对外政策利益，美国各部门、

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总统本人都持这种看法。①为打破前两年的僵持状态，里根

政府从１９８３年初开始积极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包括签署一系列科技合作协定、

恢复关于纺织品协议的谈判并在１９８３年７月达成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议、延长

中美贸易协定、开始谈判双边投资协定和加强对华技术转让等。在出口控制领

域，美国于１９８３年６月决定将中国从出口管制条例中的Ｐ类国家改为与西欧盟

国一样的Ｖ类国家，以提高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水平；两年后，又宣布在

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框架下进一步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②里根政府对华政策的

调整，使得中美双边贸易在随后的几年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

三、安全战略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１９８９—２０１７）

如果说冷战后期共同对抗苏联霸权的战略需要是两国关系解冻和正常化的

主要动力，那么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与冷战的结束，这种动力在中美关系中起

的作用开始逐渐削弱。事实上，布什政府在其上台之初对中国的定位就已经开

始超越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在１９８９年２月访华期间，布什多次表明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不再是对抗苏联的杠杆，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

规模、位置和对世界发展的潜在影响。③１９８９年６月，布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

出：“我仍然认为中美关系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我不是指过去所谓的打 ‘中国

牌’或 ‘苏联牌’。但如果你环顾一下世界，你会理解太平洋地区的活力，与中

国保持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④在布什政府看来，正是中国的巨大体量和在

地区与全球事务中的潜在影响力，需要美国继续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正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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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 （Ｂｒｅｎｔ　Ｓｃｏｗｃｒｏｆｔ）指出的，由于中国注

定会成为在亚洲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使得 “保持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因

为这样可以避免其朝着与美国利益相对立的方向发展”①。海湾战争结束后，布

什进一步向国内解释维持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在１９９１年５月的一次演讲中强

调，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能够轻易地影响亚太地区的

稳定，并因此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国在解决柬埔寨冲突与缓和朝鲜

半岛危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中国当前在多边国际组织中拥有重要发言权。中

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帮助我们组建了广泛的反对伊拉克侵略行为的联盟，

并帮助我们在海湾战争中获得胜利”②。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的规模和潜在影响力，布什政府希望通过接

触政策缓和两国之间因为北京政治风波所导致的紧张关系，并试图通过该政策

对中国的外交施加影响。布什政府的这种战略考虑尤其体现在是否全面制裁中

国、是否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中国在武器扩散领域的合作等议题上。

一方面，布什政府希望通过扩大经贸联系来获得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杠杆。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４日，国务卿詹姆斯·贝克 （Ｊａｍｅｓ　Ａ．Ｂａｋｅｒ　ＩＩＩ）在给众议院发言

人的信件中指出，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会严重损害我们与中国的对话以及

影响中国的杠杆。③布什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如果要对克制与合作产生影响，我

们必须保持与中国政府的接触。”④１９９０年１月，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ａｇｌｅｂｕｒｇｅｒ）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表示，苏联因素在中美

关系中依然重要，但对美国来说，真正的需要是在导弹、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扩

散方面的合作。斯考克罗夫特后来也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核大国和武器出口

国，即使冷战结束，中国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只有通过接触，美国才能

在诸如武器扩散等问题上获得中国的合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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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布什政府也试图通过扩大经济交流来影响中国国内社会的发展，

进而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偏好。布什政府的这种战略考虑体现为多次表示不愿

孤立中国，防止中国转向关起大门和重新回到与美国对抗的外交政策轨道。也

正是基于以上战略考虑，布什政府逐步取消了先前实施的各种对华制裁措施，

如对飞机和卫星等高科技商品的出口进行解禁，取消关于限制进出口银行向在

中国从事商业的美国公司提供资助的禁令，重新支持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等。

在面对来自国会和国内各种人权组织的强大压力下，布什在任期内连续无条件给

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为双边贸易在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实现连续增长提供了重要保

障。值得一提的是，在布什政府与美国国会围绕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激烈斗

争的过程中，部分地出于担心国内舆论的谴责，美国的商业利益集团并没有有效

地组织起来，甚至有些企业代表对是否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收益表示质疑。①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中国是其 “参与与扩展”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战略的对象，将中国拉入西方的体系和推动中国接受西方价值观和接受美国的

领导地位成为重要的对华战略考量。②在对中国的战略认知上，克林顿政府不认

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美国战略当时认为，由于中国的军事、经济和其他

能力有限，在短期内不会对美国构成重大的直接的军事威胁，仅仅在中长期有挑

战和威胁美国的潜力。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国防部长佩里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ｒｒｙ）在访华期

间明确表示，美国不视中国为美国的军事威胁。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０日，佩里在一次

公开演讲中回答 “中国发展远洋海军对美国的防御战略和该地区的稳定所产生的

影响”的问题时指出：“我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海军都不

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的海军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而且它比全世界其

他所有国家的海军合在一起还要强大。”佩里还表示，从安全的角度看中国，美国

最担心的是核扩散问题，而非中国的军事现代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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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惠国待遇是中美贸易发展的关键，如果布什政府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那么来自中
国的２５种重要商品的关税税率将会从８．８％增加到５０．５％。根据美中商业委员会的估计，这将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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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中国拉进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使中国成为体系内建设性和支

持性的力量而非相反，同时为了通过交往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领域

影响甚至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克林顿政府提出了 “全面接触”的对华战略。

在经贸领域，克林顿政府于１９９４年宣布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实行 “脱钩”政

策，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成立后，推进关于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并在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与中国达成协议；作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部分，美国承诺将推动解决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ＰＮＴＲ）问题。与布什政府在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面临的国内情

况类似，克林顿政府在推动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立法上同样面临来自

国内舆论、人权组织和国会的巨大阻力。为游说议员支持该立法，克林顿政府

向国会强调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意义。克林顿强调：“我相信一个说 ‘不’的

表决结果将会在未来引发危险的对抗和持续的不安全。”时任美国贸易代表巴尔

舍夫斯基 （Ｃｈａｒｌｅｎｅ　Ｂａｒｓｈｅｆｓｋｙ）也特地引述了罗斯福总统５０年前在要求美国

国会通过 “布雷顿森林协议”时的话：“这是为了建立我们希望见到的和平世

界而打下经济基础的机会。”她进一步指出，如果拒绝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

关系，美国不光失去立即可以得到的实质性利益，同时也会向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发出一项阴暗消极的声明，这将威胁美国所关注的所有重要议题，

并将给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国带来可见的复杂前景。①在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立法上，克林顿政府还与商界携手发起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代价最为昂贵

的游说运动，积极动员和协调来自商界、学界和政界的各种资源，影响国内舆

论和向国会议员进行施压。②在克林顿政府的努力下，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

２０００年分别通过法案。该法案的通过，不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美国国内关于

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争论，也为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定的法律基础和制度框

架。③

小布什政府在上台初期将大国竞争作为主要的战略考量，并将中国界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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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美国院府的ＰＮＴＲ之争》，载 《国际展望》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第３页。

王勇：《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８３—８５页。
［美］Ｉ．Ｍ．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第４版），王恩冕、于少蔚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７８—２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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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竞争对手。但在小布什看来，中国虽然是美国的对手，但不是敌人，不能

完全限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相反，他认为经贸联系能够促进中国的经济自由、

推动社会政治自由化，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有利于美国和世界安全。鉴于此，

小布什在大选期间和当选后，都表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给予中国永

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①９·１１事件发生后，其国家安全团队的战略认知随即发

生了改变。正如小布什政府政府在２００２年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

的：“抵御敌人和捍卫国家是联邦政府的首要和基本承诺。当前，这种任务发生

了重大变化。过去的敌人需要大规模的军队和强大的工业基础来威胁美国，而

今天隐蔽的个人网络就能够以低于购买一辆坦克的成本来给美国造成混乱和痛

苦……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而应对这种威

胁，小布什政府强调了大国间的合作，认为 “国际社会现在面临自１７世纪民族

国家崛起以来的最好机会，来建立一个大国在其中和平竞争而非准备战争的世

界，今天世界大国在应对恐怖暴力与混乱上都站在同一立场上”②。因此，恐怖

主义成为美国的首要威胁，寻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合作和建立反恐联盟成

为小布什政府的首要战略目标。

此外，在小布什政府看来，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完成

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最后步骤，今后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中国成为体系

内负责任的大国。正如时任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Ｚｏｅｌｌｉｃｋ）指

出的，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 “超越向中国打开大门、欢迎其成为国际体系一

员”的阶段，应该转向 “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人的利益攸关方”。③鉴于美国认为

中国总体上是一个致力于维持现状的国家和国际体系内的积极力量，同时为了

防止中国可能 “非理性”地使用其逐渐快速增长的实力，小布什政府在对华政

策上采取了 “两面下注”（ｈｅｄｇｉｎｇ）战略，即一方面继续强调对华接触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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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友、张家铭：《从战略稳定到战略冲突？中美建交４０年的经贸关系发展评估》，载 《美
国问题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１６页。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Ｚｏｅｌｌｉｃｋ，“Ｗｈｉ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ｍａｒｋｓ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１，２００５，ｈｔｔｐｓ：／／２００１－２００９．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ｓ／ｄ／ｆｏｒｍｅｒ／ｚｏｅｌｌｉｃｋ／ｒｅｍ／５３６８２．ｈｔｍ．



美国问题研究 Ｆｕｄ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２

另一方面则通过加强本国军事力量和与其地区盟国开展安全合作等方式对中国

进行防范。①为了推动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内 “负责人的利益攸关方”，推动中国在

政治和经济上沿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小布什政府在任期内积极推进与中

国在各层级的经贸合作，并建立了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高级别经贸合作

机制。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由小布什政府发起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仍未结束，

打击恐怖主义依然是战略重点，但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考量开始凸显。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受到削弱，而中国不仅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

得到加强，在外交风格上也趋于强势，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奥

巴马政府逐渐将反恐与大国竞争同时作为战略重点。②由于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亚

太地区乃至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变化，奥巴马政府在２０１１年前后开始加大对亚太

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宣布要把更多的战略资源从中东转向亚太。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在 《外交政策》上发表题为 《美国的

太平洋世纪》文章，表示美国需要 “转向”（ｐｉｖｏｔ）亚洲，认为美国在下一个十

年最重要的任务是 “在亚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外交、经济、战略等领域的投

入”③。同年１１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宣称：“作为一个太平洋

国家，美国将通过坚持核心原则和与盟国、友好国家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在

塑造该地区及其未来上扮演一个更大和长期的角色。”④两人的上述言论也表明了

美国将在亚太地区应对中国崛起的决心。

在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上，奥巴马政府采取了 “接触＋规制”的对

华战略。⑤一方面，坚持与中国的 “接触”，寻求中国在包括应对朝鲜半岛、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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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合作；另一方面，致力于通过多

边规则和多边力量对中国进行 “管控”和 “引导”，确保让中国在各种领域内遵

守国际规则。在经济领域，奥巴马政府一方面继续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包括将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发展为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坚持在现有的规则框

架下解决双边经贸摩擦，支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获得更大的份额，以

及支持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等等。但另一方面，为获得与中国进行战略

竞争的优势，奥巴马政府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力推有利于美国的经贸规则和制度

安排，如推进将中国排除在外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谈判，极力

抵制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地区经济合作倡议和机制，包括 “一带一路”倡议和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等。虽然奥巴马执政时期强化了与中国在亚太地

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但这种竞争仅仅聚焦个别领域和议题，并保持

在传统的对华接触战略框架内，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战略环境并未发生质的改

变。

四、战略竞争背景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２０１７年至今）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以 “美国

优先”为基调的国家安全战略里，大国竞争尤其是经济竞争超越打击恐怖主义，

成为美国首要的战略考量。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世界正在重回大国权力竞争的

时代，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 “修正主义”国家开始重申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

并 “想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及利益相对立的世界”，美国的繁荣与安全所面临

的核心挑战是与修正主义国家之间 “重新出现的长期战略竞争”。①虽然当前美国

同时面临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竞争，但中国在实力上远远超过俄罗斯，因

此是美国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此外，美国国务院部分人士认为中国代表了不

同于西方的文明，美国在历史上从未遇到过像中国这样的对手，两国间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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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甚至已经上升到了文明冲突的层面。①

根据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评估，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威胁到了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特朗普政府认为

中国正在通过补贴、倾销、非关税壁垒、市场准入限制等不公平的贸易手段主

导关键产业与全球市场，严重削弱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竞争力，导致大量生产

基地转移到中国，侵蚀了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的根基，增加了美国在关键原

材料和工业品上对中国的依赖。②此外，它还认为中国为了提升在人工智能、量

子计算、机器人、新能源等新兴科技领域内的实力，频繁利用国际贸易和投资

规则的漏洞，并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的途径，从美国获取知识产权和技术，包

括技术窃取、强制性技术转移、有针对性地并购美国高技术企业等，对美国的

技术领先优势构成了威胁。③

第二，其战略评估认为中国越来越强势的国防战略和对外政策威胁到了美

国的地区和全球地位，认为中国正在将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转化为

在印太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在特

朗普政府的决策团队看来，中国利用自身经济发展所取得的资源以及从国外获

得的先进技术，大规模地 “化犁为剑”，进行军事现代化，已经成为在实力上仅

次于美国的现代化军事强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目标是在陆海空

乃至外太空抗衡美国，并寻求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中国还利用其他国家对中

国市场的依赖，“诱使”或 “胁迫”其他国家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议程，重塑地

区秩序。此外，中国还通过不断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积极推进 “债务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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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等，不仅加强了在亚洲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还将影响力拓展到

了拉美、非洲、欧洲、北极等地区。①

第三，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正在更深入地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威胁到了

美国的国家主权和民主体制。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中国正通过各种公开和隐蔽

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４日，美国副总统彭斯 （Ｍｉｋｅ

Ｐｅｎｃｅ）在哈德逊研究所 （Ｈｕｄ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问题发表演

讲时宣称： “中国正在使用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宣传工

具，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中国也比以往更活跃地使用其力量，来影响并

干预美国的国内政策和政治。”他声称，中国通过 “威逼利诱”美国的企业、智

库、高校、学者、媒体、记者以及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官员，来影响美国公

众舆论，试图影响美国中期选举和２０２０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氛围；中国还试图利

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一些政策上的分歧，削弱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基础和阻

挠特朗普政府在国内推进对华政策议程。②

在应对中国所带来的上述所谓威胁上，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

里所采取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与中国进行接触和支持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并没

有使中国朝着美国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全面调整对华战略，与中国进

行战略竞争。③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开始以 “全方位”的方式，动员和整合

全政府、全社会的资源，在包括经贸在内的各个领域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④鉴

于特朗普政府认为 “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并且以零和思维看待双边经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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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特朗普政府相比往届政府更倾向于将经济胁迫、制裁、打压而非经济接触

作为其推进对华战略的方式。

首先，通过单边制裁和多边协调，在经贸领域内的一些结构性议题上对中

国进行打压，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在执政第一年，特朗普政府就以强制性技

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为由，对中国发起 “３０１调查”，并从２０１８年７月开

始分别对中国价值２　５００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高达２５％的关税，胁迫中国就

双边贸易逆差、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技术转让等议题上做出让步。此外，特

朗普政府还联合其他国家，在维护自由市场秩序和反对不公平贸易的名义下对

中国进行多边制衡。例如，自２０１８年５月以来与欧盟和日本进行了四次三边磋

商，并就产业补贴、产能过剩、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让、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等涉及中国的议题发表了四份联合声明，在国际上塑造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

则的形象；通过抵制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胁迫其他成员国加

快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并以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和约束中国的 “非市

场化政策”为主要改革目标；在２０１８年达成的 《美墨加协定》中加入 “毒丸

条款”，阻挠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为了牵制中国的影响力，特朗普

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抵制 “一带一路”倡议的做法，包括敦促盟国拒绝参与该倡

议、污蔑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阻挠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正常的商

业合作等。

其次，加强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阻止中国从美国获得先进技术。２０１８年

８月，特朗普签署了 《２０１９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ｆｏｒ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９，ＮＤＡＡ）。作为该法案的组成部分，美国新的

《出口管制改革法案》（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１８，ＥＣＲＡ）和 《外国投

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ＦＩＲＲＭＡ）也随之生效。其中，《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将美国现行的出口管制实

践纳入了立法，为军民两用物品的出口管制提供了永久的立法基础，并扩大了

美国出口管制法的适用范围，尤其是加强了对 “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出口管

制；《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旨在通过扩大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委员会

（ＣＦＩＵＳ）的职权范围和增加该委员会的执法资源，来加强对外来投资的审查

力度。这两部法律出台的背景是防止中国利用美国在出口管制和外资审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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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漏洞从美国获取的先进技术，法案的相关条款也直指中国。①由于特朗普政

府收紧了对中国投资企业的审查措施，过去两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出现了断崖

式下滑。根据美国荣鼎集团 （Ｒｈｏｄｉｕｍ　Ｇｒｏｕｐ）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ｏ 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Ｕ ．Ｓ ．－Ｃ ｈｉｎａ Ｒ 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的统计，２０１６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为４６０

亿美元，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头两年，该数据分别下降到２９０亿美元 （２０１７

年）和５０亿美元 （２０１８年）。②

最后，推动在关键贸易和投资领域与中国脱钩，降低对中国原材料、产品、

技术和服务的依赖。由于认为中美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太过紧密，给美国构

成了重大安全风险，特朗普政府希望拆解两国在部分产业内的供应链，以减少

敏感基础设施设备和关键原材料上对中国的依赖。２０１７年７月和１２月，特朗普

分别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要求相关部门对美国的制造业能力、国防工业基础、

供应链弹性以及关键矿物质的供应等进行全面评估。③根据这两项行政命令，美

国国防部和商务部分别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和２０１９年６月提交相关报告，并建议在

关键原材料和工业品领域加大国内投入，并通过寻找替代来源和推动美国生产

商将其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迁出等方式，减少对中国的依赖。④此外，特朗普政府

还寻求在通信领域减少对中国通信器材和通信服务的依赖。例如，２０１９年５月，

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敌对国家对美国的电信网络构成威胁为由，宣布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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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与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在条款上密切相关，都包括了关
于 “新兴和基础技术”等内容。事实上， 《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中的不少条款就是为了解决美国国
内围绕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立法争议而设立的，如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委员会是否应该
审查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等。特朗普政府关于改革美国外资安全审查体制的动机和立场，可见美国
财政部、商务部和国防部官员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Ｕ．Ｓ．Ｓｅｎａｔ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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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１３８０６，ＦＲ．Ｖｏｌ．８２，Ｎｏ．１４２；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１３８１７，ＦＲ．Ｖｏ．８２，Ｎｏ．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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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紧急状态，要求禁止美国的电信公司安装可能给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

设备，从而为阻止中国通信设备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依据；①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美

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移动在美国提供通信服务的申

请；②等等。

五、总　　结

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 “压舱石”和 “推进器”，对稳定中美战

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如同贸易、资本和技术的跨国流动需要稳定的国际政

治环境一样，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同样也需要两国之间保持稳定和建设性的战

略关系。从过去７０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安全

战略显著地影响了其对华贸易政策，战略关系对双边经贸关系往往发挥着 “孵

化器”和 “方向舵”的功能。因此，要较为全面地认识当前美国的对华贸易政

策和把握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还需要深入分析安全战略在美国对华贸易

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美战略互动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由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为竞争导向，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从合作与竞

争并存模式转向竞争主导型模式，两国在经贸、科技、教育等领域内的合作面

随之也在缩小、合作的动力也在下降。③鉴于短期内两国在实力对比和发展模式

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中美将很难回到过去那种合作与牵制并重

的状态，战略竞争将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美国在对华政策也将会更加强调

防范、制衡和打压。美国在安全战略上的转变也将不可避免地外溢到对华贸易

政策领域，并对双边经贸关系造成深远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中受到冲击

最大的领域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国家安全联系较为紧密的战略性贸

易和投资领域，包括传统的高技术产品、关键基础设施和涉及新一轮工业革命

的技术等；二是美国行政部门拥有广泛法律授权的领域，包括出口控制和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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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１３８７３，ＦＲ．Ｖｏｌ．８４，Ｎｏ．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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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０１９，Ａ．９．
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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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审查等。鉴于中美两国贸易和投资壁垒的上升，第三方市场或将逐渐成为

两国企业维持业务往来和进入对方市场的重要途径，如通过在拉美、东南亚等

地区的生产基地向对方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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